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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(七)》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犯罪 、经济犯罪 、贪污贿赂犯罪以及其

他刑事犯罪的立法内容进行的修改与完善 , 贯彻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 , 彰显刑法在新时期构建和谐社

会 、保障人权 、严惩贪污贿赂犯罪中的功能与作用 , 反映时代的诉求 ,但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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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bstract:Amendment VI I to the Criminal Law of the PRC , revising and improving leg isla tion on crimes a-

gainst citizens'pe rsonal rights , economic crimes , bribery and co rruption , carries out the ba sic criminal poli-

cy of temper justice w ith me rcy and show s the f unctions o f criminal law in building harmonious so ciety , pro-

tec ting human rights and sever ely punishing bribery and co rruption crimes in the new period.This ref lects

the demands of the time s , but some issues still remains to be improved.

　　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

次会议通过的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

(七)》 (以下简称 《刑法修正案 (七)》)共计 15

个条文 , 涉及刑法典分则第三 、四 、六 、七 、八

章共计 20种罪刑规范 , 对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

犯罪 、经济犯罪 、贪污贿赂犯罪以及其他刑事犯

罪的立法内容进行了修改与完善。它基本贯彻了

我国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背景下所确立的宽严相济

的基本刑事政策 , 体现了国家严惩腐败犯罪的决

心和保障和谐稳定的社会秩序所做出的努力 。从

立法旨趣和具体内容上均展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和

动向 。

一 、 贯彻了宽严相济的基本刑事政策

宽严相济是我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

期内应当坚持的基本刑事政策。
[ 1]
《刑法修正案

(七)》 打破了过去刑法修正仅注重扩大犯罪圈以

及提高法定刑的从严从重之惯例 , 首次对某些犯

罪的刑事处罚由重改轻 , 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

刑罚宽缓化的要求作出了积极回应 。同时 , 针对

新出现的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以及现行刑法规制

力度不够的犯罪 , 《刑法修正案 (七)》 则予以犯

罪化或者加大刑罚力度。这种坚持入罪与出罪 、

从严与从宽相结合的立法态度 , 较好地体现了宽

严相济的刑事政策。

(一)《刑法修正案 (七)》 对刑事政策中宽

的一面的体现

首先 , 《刑法修正案 (七)》 对偷税罪的构成

要件做出了重要修改 , 适当地缩小了该罪的犯罪

圈。《刑法修正案 (七)》 第 3条第 4款规定 , 有

该条第 1款行为 , 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

后 , 补缴应纳税款 , 缴纳滞纳金 , 已受行政处罚

的 , 不予追究刑事责任。如此规定将过去应当以

犯罪论处的某些偷逃税款的行为作出了非犯罪化

的处理 , 体现了刑事政策中宽的一面 。考虑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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偷税罪①属于法定犯 , 行为人只是不想把自己的

财富或者收益中应当贡献给社会的那一部分交出

来 , 其社会危害性在经济犯罪当中相对较小 , 在

税务机关已经对偷税行为进行查处的情况下 , 将

这种行为进行出罪处理 , 无疑是合理的。否则 ,

行为人受到双重处罚 , 有失公正。因此 , 《刑法

修正案 (七)》 对偷税行为所增加的出罪化规定 ,

既维护了税务机关行政执法的权威性 , 又节约了

刑事司法资源 , 是可取的 。

其次 , 《刑法修正案 (七)》 对绑架罪的法定

刑增设了较低的量刑档次 。在 1997 年刑法中 ,

绑架罪的法定最低刑为十年有期徒刑。对绑架罪

法定刑的这种设置明显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

则。绑架罪虽然是一种暴力犯罪 , 但是 , 不同的

绑架案件危害程度并非完全相同。有的绑架犯罪

分子所使用的绑架手段较为缓和 , 对人身权利的

侵犯并不严重 , 有的在劫持人质后善待甚至主动

释放人质 , 主观恶性相对较小 , 客观危害也相对

较轻 , 按照 1997 年刑法对绑架罪的规定 , 却都

应当判处 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。这明显有违罪

责刑相适应原则 , 不利于绑架者在犯罪后幡然悔

悟 , 自动中止犯罪。 “犯罪和刑罚即使在法律中

明确规定 , 但其内容欠缺处罚的必要性和合理的

根据时 , 成为刑罚权的滥用 , 实质上就会侵害国

民的人权” 。[ 2] 对此 , 《刑法修正案 (七)》 第 6条

对刑法第 239条规定的绑架罪增加了一个量刑档

次:“情较轻节的 ,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

刑 , 并处罚金 。” 这也体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

策宽的一面。

(二)《刑法修正案 (七)》 刑事政策中严的

一面的体现

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中严的一面可以表现为两

种形式 , 一是严密法网 , 扩大刑法调控范围;二

是严厉施罚 , 提升刑罚幅度。首先 , 扩大了刑法

调控范围 。《刑法修正案 (七)》 通过增设罪名以

及增补犯罪行为 、犯罪主体 、 犯罪对象以及犯罪

形态 , 扩大了刑法调控范围。其中 , 增设的罪名

有 10个 , 包括第 2 条第 2款的利用未公开信息

交易罪 , 第 4条的组织 、 领导传销活动罪 , 第 7

条的出售 、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

公民个人信息罪 , 第 8条的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

反治安管理活动罪 , 第 9条的非法获取计算机信

息系统数据罪 、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提

供用于侵入 、 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程序 、工

具罪 , 第 12条第 2款的伪造 、 盗窃 、 买卖 、 非

法提供 、 使用武装部队专用标志罪 , 第 13条的

利用影响力受贿罪。《刑法修正案 (七)》 还在第

1条增补了 1997 年刑法第 151 条规定的走私犯

罪的犯罪对象 , 在第 5条增补了非法经营罪的犯

罪类型 , 在第 10条增设了走私犯罪的单位犯罪

主体 , 在第 11条增补了逃避动植物检疫罪的犯

罪行为方式和危险犯形态 。其次 , 提高了个别犯

罪的法定最高刑。 《刑法修正案 (七)》 第 14条

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最高刑由原来的 5

年有期徒刑提高到 10年有期徒刑 。

总体上看 , 《刑法修正案 (七)》 体现宽严相

济刑事政策中严的一面较多 , 宽的一面较少 , 但

体现的宽严相济的立法思路 , 是一种有益尝试;

解决的是局部性 、突出性的问题 , 探索的却是全

局性 、前瞻性的框架 。随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研

究的深入 , 必将对犯罪预防理论与实践 、刑事立

法理论与实践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。[ 3]

二 、 修法过程的公开性 、 民主性增

强 , 增加了保障民生的立法

有学者指出 , “在刑法立法过程中 , 只有坚

持 `开门立法' , 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 , 坚

持走群众路线 , 充分发扬民主 , 才能真正集思广

益 , 使法律能充分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并合乎规

范 、科学的立法要求 。” [ 4] 在本次修正案讨论和审

议的过程中 , 立法机关通过各种渠道向全社会广

泛征求意见 , 并将 《刑法修正案 (七)(草案)》

的全文及 《草案》 的说明在 “中国人大网” 上公

布。学界 、公众和媒体对这次修法都给予了前所

未有的关注 , 通过各种渠道行使立法建议权 , 表

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, 同时立法者也积极吸取各方

意见 。为此 , 《刑法修正案 (七)》 的修订过程使

得我国立法的民主性 、透明度大大增加 , 也使本

次刑法修正案的质量有所提升 , 突出体现在对民

生的关注度提高。

《刑法修正案 (七)》 对民生的关注主要体现

在三个方面。其一 , 增设了出售 、 非法提供公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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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《刑法修正案 (七)》 对本罪作出修改后 , 罪名实际上已经变成逃税罪。



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, 加大了

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。随着信息技术的不

断发展 , 政府行政管理以及金融 、 电信 、 交通 、

医疗等社会公共服务领域收集和储存了大量的公

民个人信息。一些国家机关和电信 、金融等单位

的工作人员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, 将公民个人信息

泄露给他人或商业公司 , 公民遭受垃圾短信的骚

扰 , 甚至受到诈骗 、 敲诈勒索的可能性大大增

加。公民的生活安宁以及人身 、财产安全 、 个人

隐私受到日益严重的侵犯或者威胁 。 《刑法修正

案 (七)》 第 7条规定对国家机关或者金融 、电

信 、 交通 、教育 、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 , 违反

国家规定 , 将本单位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

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 , 出售或者非法提供给

他人 , 情节严重的 , 按非法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罪

定罪处罚 。其二 , 增加了组织未成年人进行违反

治安管理活动罪 , 加强了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

保护力度 。近年 , 一些不法分子组织未成年人从

事扒窃 、 抢夺等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的情况比较突

出 , 不仅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 , 而且对未成年

人的身心健康造成严重损害。增设组织未成年人

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 , 旨在有效地打击这类

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违法犯罪行为 , 充分保

护未成年人 , 并力图促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和

全面发展 , 表现了我国政府对保护未成年人权利

的高度重视。其三 , 增设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

罪和组织 、领导传销活动罪 , 有利于保护投资者

和普通民众的合法权益 。证券领域的 “老鼠仓”

行为不但严重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 , 而且严重损

害了投资者利益;传销活动则对社会伦理道德体

系造成巨大破坏 , 严重危及社会稳定 、 和谐社会

建设 。《刑法修正案 (七)》 将这些行为犯罪化 ,

切实 、有力地保障普通公民的合法权益 , 体现了

对民生问题的关注以及对民生诉求的积极回应。

三 、 重刑主义的立法观念尚未明显转变

当立法不当时 , “刑法的破坏性比其遏制的

罪行要多要重” 。[ 5] 由于传统重刑主义观念的影响

以及严峻的社会治安形势的重压 , 自 1997年刑

法修订以来 , 先后颁布的六个刑法修正案走的均

是扩大犯罪圈以及提高法定刑的严刑峻罚之路 ,

对刑法工具主义 、刑法万能主义 、 重刑主义的危

害性没有保持应有的警惕 。由此导致刑法立法陷

入了怪圈 , 一方面诸多的罪名基本上处于虚设状

态没有得到运用 , ① 另一方面立法一直无法停下

扩大犯罪圈的脚步。与此同时 , 现实生活中大量

的犯罪行为却未能得到有效遏制。 《刑法修正案

(七)》 虽然在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方面作出了

开创性的努力 , 但重刑主义的阴云依然密布于许

多规定之中。

(一)过度犯罪化的现象明显

《刑法修正案 (七)》 第 4条增设了组织 、领

导传销活动罪 , 而在国际上 , 有的传销活动连违

法性都不存在 , 更不用说构成犯罪 。立法如此严

厉禁止组织 、 领导传销活动的根据很成问题 , 为

将来该领域的刑事司法的正当性埋下了隐患。

《刑法修正案 (七)》 第 7条增设了出售 、非法提

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 ,

然而 , 在现实生活中 , 扩散的公民个人信息主要

是电话号码 、 邮箱地址 、 工作单位等 , 这类信息

并非隐秘性信息 , 公民并不介意被外界所知悉 ,

即使泄露也不会给公民造成精神上的实质性伤

害。其实公民厌恶的并非上述扩散信息的行为 ,

而是获得信息的人所实施的后续滥用行为 , 比如

滥发垃圾短信 、垃圾邮件等等 。因此 , 如果说需

要处罚的话 , 也应该处罚后续滥用行为 , 而不是

之前的信息扩散行为 。对上述危害性并不严重的

行为 , 在尚未规定行政处罚的情况下 , 径直采用

刑事处罚的方法 , 难免有违背刑法谦抑性原则。

“刑法在根本上与其说是一种特别法 , 还不如说

是其他一切法律的制裁力量。”[ 6] 因此 , 首先应当

对上述行为采用行政处罚的方法 , 如果此方法不

能奏效 , 再采用纳入刑法调控的范围也为时不

迟。
[ 7]
《刑法修正案 (七)》 第 8条增设了组织未

成年人进行违反治安管理活动罪。在被组织者的

行为并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 , 将组织行为认定为

犯罪 , 缺乏十分充分的理论根据 , 极易导致刑法

的打击面不适当地扩大。上述种种规定 , 都是过

度犯罪化的表现 。须知 , “即使行为侵害或威胁

了他人的生活利益 , 也不是必须直接动用刑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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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例如 , 在 1997年刑法公布之前 , 金融机构吸收客户资金不入帐的行为十分普遍 , 却未对其进行过行政和经济方面的处罚 ,

1997年刑法直接将此种行为规定为犯罪 , 然而 , 由于银行内部监管的到位 , 这种行为很快销声匿迹 , 于是刑法第 187条成为一个闲

置无用的条款。



可能的话 , 采取其他社会统制手段才是理

想的 。”
[ 8]

(二)绑架罪的法定刑设置依然过重

《刑法修正案 (七)》 对于绑架罪的修订 , 回

应了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, 在刑事立法宽

缓化方面作出了有益尝试 , 但绑架罪的刑罚配置

仍然过重 。

首先 , 修正后的绑架罪规定 , 对两种性质不

同的加重结果仍然未做区分 , 对 “致使被绑架人

死亡” 情形配置的刑罚明显偏重 。 “致使被绑架

人死亡” 和 “杀害被绑架人” 是绑架罪的两种加

重根据。“杀害被绑架人” 是行为人故意实施的 ,

而行为人 “致使被绑架人死亡” 通常是出于过

失 , 而且在现实生活中 “致使被绑架人死亡” 存

在多种情形 , 社会危害性也各异 , 将 “致使被绑

架人死亡” 与 “杀害被绑架人” 两种社会危害性

存在重大区别的情形并列 , 一概配置最严厉的死

刑 , 对 “致使被绑架人死亡” 情形的法定刑配置

明显偏重 , 违反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。

其次 , 绑架罪的法定起刑点仍然偏高 。 《刑

法修正案 (七)》 第 6条规定:“以勒索财物为目

的绑架他人的 , 或者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 , 处十

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 , 并处罚金或者没

收财产;情节较轻的 , 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

徒刑 , 并处罚金。” 绑架者的犯罪目的是获取非

法利益 , 绑架人质仅仅是一种手段与方法。为

此 , 在绑架罪的犯罪对象中 , 非法利益是主要的

犯罪对象 , 侵犯他人的人身权益服从于犯罪目

的 , 这一点不同于故意杀人罪 。故意杀人罪侵犯

的是他人的生命权 , 为专属法益 , 一旦损害则不

可能恢复原状 , 而财产等其他权益通过某种手段

则可以加以恢复 , 虽然两者侵犯的法益具有重合

之处 , 但着眼点还是有所区别 。如行为人甲基于

杀人的故意 , 将被害人砍伤 , 后基于害怕受到法

律处罚而自动中止犯罪 , 对行为人甲可能判处三

年以下有期徒刑;如行为人乙基于勒索财物的目

的绑架人质 , 后基于害怕受到法律处罚而自动释

放人质 , 对行为人乙可能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

刑。显然前者造成的后果较为严重 , 反而量刑较

轻。正如有学者指出:“诚然 , 绑架罪严重威胁

公民的人身安全 , 但总体而言 , 其危害不会大于

故意杀人罪和抢劫罪 。”
[ 9]
而我国现行刑法典中故

意杀人罪和抢劫罪的最轻量刑档次均为 “三年以

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” , 从保护法益的重要性以

及实际情况来看 , 将绑架罪的法定最低刑规定为

5年有期徒刑仍然过高过重 , 不符合罪责刑相适

应原则。

四 、 严惩腐败犯罪 , 但相关立法仍然

存在可商榷之处

《刑法修正案 (七)》 在第 13 条增设了与国

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受贿犯罪的规定 , 把受

贿犯罪的主体作了较大幅度的扩张 , 在第 14条

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定最高刑由原来的 5

年有期徒刑提高到 10年有期徒刑 , 较好地满足

了反腐败斗争的需要 。然而从有关立的具体内容

来看 , 存在可商榷之处。

首先 , 将受贿犯罪的主体扩大到 “关系密切

的人” 容易导致罪刑擅断。 《刑法修正案 (七)》

13条将受贿犯罪的主体范围扩大到国家工作人

员的近亲属以及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

的人 。从字面上分析 , 行为人必须具备特殊身份

(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)才能构成本罪 , 因

而本罪主体属于特殊主体 。一般认为 , 特殊主体

的特殊身份必须是在行为人开始实施危害行为时

就已经具有的特殊资格或已经形成的特殊地位或

状态。[ 10] 然而 , 由于 “关系密切的人” 这一概念

过于模糊 , 在司法实践中往往难以判断 , 反而可

能在认定上会产生因果关系倒置的情形 。即只要

行为人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有效的影响力 , 即

被认为对国家工作人员有足够的影响力 , 从而被

认定是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。如此一

来 , 成立本罪只需要根据行为人实施了有效的影

响这一结果定罪即可 , 而无须再去审查行为人是

否真的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。 “关系密切的

人” 这一概念也就难免有可能成为司法人员滥用

权力对行为人任意出入人罪的借口 。同样 , 尽管

行为人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了影响力 , 也可以否

认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 , 从而又使得 “关系

密切的人” 这一概念成为犯罪人作无罪辩解的理

由。[ 11]由此不难看出 , 将受贿犯罪的主体扩大到

与国家工作人员 “关系密切的人” , 容易导致罪

刑擅断 , 似乎不妥。

其次 ,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种较为单

一。《刑法修正案 (七)》 第 14条规定:“国家工

作人员的财产 、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 , 差额巨

大的 , 可以责令该国家工作人员说明来源 , 不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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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明来源的 , 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 , 处五年以

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;差额特别巨大的 , 处五年

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

缴。” 对行为人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 , 仅

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 , 而不予处以罚金。

如此规定明显不妥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直接

客体虽然是国家公职人员从事职务的廉洁性 , 但

是本罪的源头实际上是贪利性犯罪 , 只不过没有

充分的证据加以证明 。“罚金刑无论从抑制贪欲 ,

预防犯罪的角度还是从让犯罪人欲得反失 , 强调

惩罚的角度看都大有必要。”[ 12] 对行为人构成巨

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 , 仅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

追缴 , 显然放纵了犯罪分子 , 滋长了其拒不交待

的底气 , 不利于发挥本罪的威慑力和惩罚功能。

因此 , 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, 除了判处实体刑

罚外 , 还应该没收 、 追缴全部非法所得 , 并处罚

金。同时 , 我们应当认识到 ,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

罪只是不完美制度下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 , [ 13] 可

取的做法应当是尽快建立财产申报制度 , 制定国

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法 , 从而有效遏制贪污腐败

犯罪 。否则 ,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即便将法定刑

提升得更高 , 也难如人意 , 终究还是难以发挥本

罪设立的初衷或主动遏制犯罪的功能。

最后 , 个别条文用语欠规范 , 内涵和外延不

甚明确。 《刑法修正案 (七)》 将国家工作人员

(或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)的近亲属以及 “其他

与该国家工作人员 (或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)关

系密切的人” 作为受贿犯罪的独立主体 , 扩大了

反腐败的范围 , 加大了反腐败的力度。但是 , 对

于 “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 (或离职的国家工作

人员)关系密切的人” 的范围如何界定 , 根据不

同的标准 , 可能得出不同的解释。王作富把 “其

他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” 概括为三种类

型:第一种是男女双方存在着不正常或者正常的

情感关系 , 表现亲密 , 超出一般同志关系的人;

第二种是近亲属之外的亲戚朋友 , 因为双方存在

共同利益关系从而形成了密切关系的人;第三种

是因为情趣相投而形成密切关系的人 , 如酒友 、

棋友 、 牌友 、票友 、 旅友等等 。[ 14] 但是 , 这仍然

属于形式界定 , “其他与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

的人” 范围难以确定 , 容易造成司法适用的困

难 , 不能不说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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